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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 世纪上半叶，为应对食盐专卖制度出现的种种弊病，清政府推动了

一系列盐制自由化改革，其中以河东的课归地丁和淮北的废引改票最具有代

表性。河东与淮北的改革均改善了当地盐业的财政收入和经济绩效，但在治理

效果上的差异导致其制度命运出现分叉：河东改革引发了蒙古贩私盐集团问

题，因而被废止，而淮北改革化解了民间集团贩私盐的隐患，获得了更稳定的

制度生命。河东、淮北的盐制改革在治理效果上的不同，主要源于两地在私盐

利润和游离人口上的差别。清嘉庆时期以后，地方游民的增加凸显了自由化政

策的治理意义，使自由化改革具备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

场改革中食盐制度与社会群体的互动，重新审视传统国家、经济制度与社会治

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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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salt monopoly system，the Qing government promoted a series of salt liberalization

reforms，of which the Ke Gui Di Ding in Hedong salt district and the Fei Yin Gai Piao in

Huaibei salt district we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he reforms of these two districts

eased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 salt monopoly system and brought improved

revenue of the salt industry and better local economic performance. However，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districts in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led to dive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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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s in the system: the reform of Hedong caused the floods of Mongolian smuggling

groups，and was thus aborted eventually；while the reform of Huaibei helped

eliminating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smuggling，and therefore achieved a more stable

institutional life. This difference was mainly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muggling

profit and the vagrant population between the two places. Because of the price difference

prior to the reform，the liberalization gave a big boost to the profit margin of salt

smuggling in Hedong，while the opposite was true in Huaibei. This had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smuggling groups in one place and a decrease in another. After

the reign of Jiaqing，due to the intensified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social unrest，

homeless population gradually increased in Huaibei and so did the problem of salt

smuggling. Nevertheless，Huaibei’s liberalization policy was able to transform

smugglers into legitimate salt merchants，helped absorbing the unemployed，and

achieved good governance results，therefore not only did it last longer，but also realized

the systems diffus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urse of reform，analyzes the timing of

the key steps，and demonstrates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in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grave issue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the salt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Salt Monopoly System，liberalizing reform，social governance

18—19 世纪，面对日益严峻的货币、漕运、盐业等问题，清朝官员
展开了一系列围绕国家经济政策的争论。尽管思想资源截然不同，这些
官员与同时代西方的知识分子却在关心相似的议题，即国家与市场的
关系。19 世纪上半叶，官员中的放任主义者取得了短暂胜利，他们的主
张也在许多改革中得到贯彻（林满红，2011：238-241）。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是食盐运销的自由化改革。

清代的盐业实行以盐区为基础的国家专卖制。根据食盐的产地和
销地，全国被划分为十一个盐区，每个盐区都有特定的盐场和销售范围。 1

在两淮、河东、长芦等主要盐区，食盐专卖的方式都是“官督商销”：政

1. 十一个盐区分别是：长芦、山东、两淮（包括淮南和淮北）、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
南、河东、陕甘、奉天（赵尔巽，1977：3603-3604）。盐场负责生产食盐，生产者主要是世袭
的灶户或雇佣工人。政府主要对食盐的运输、销售环节进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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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招募资本雄厚的商人认领专卖凭证（盐引），而商人按盐引数额向盐
场领买额定的食盐，拥有特定销售地的食盐专卖权。

18 世纪末，各盐区的官督商销体制陆续出现问题，盐商亏损严重，
盐税难以征收，食盐专卖体系无法正常运转。在此背景下，旧体制开始
出现变革。受顾炎武的“就场征税论”影响，19 世纪上半叶的各项改革
都以放松对食盐市场的管制为主要特征。在这些自由化改革中，以河
东、淮北的改革影响最大。

在河东与淮北，自由化改革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财政成效。但河
东的课归地丁在执行十四年后戛然而止，而淮北的废引改票先后在淮
南、长芦等盐区推行三十余年。2相比于课归地丁，票法不仅存在的时间

更长，还实现了制度扩散。3同样是取得良好成效的自由化改革，为什么
河东、淮北在制度演进的路径上会出现差异？自由化改革正处于清王朝
对人口控制松动的时期，19 世纪上半叶，大量地方游民参与食盐走私，
河东、淮北的盐制改革均与民间集团走私案件有关。那么，民间走私的
增加与食盐制度的变革存在什么联系？地方游民影响经济制度变革的
机制是什么？

19 世纪的盐制自由化改革是传统王朝应对经济、社会复杂变化所
进行的制度调适。对上述经验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国家、
经济制度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复杂关联。本文试图以河东与淮北的盐制
改革为例，分析自由化改革的制度逻辑及其后续效应，理解食盐制度与
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

一、综述：盐制自由化与社会治理

19 世纪上半叶，清代的食盐专卖制度出现了明显的自由化改革趋
势（渡边惇，1991；罗威廉，2019：127-145）。这种趋势有其特定的思想背
景：早在 17 世纪，食盐买卖自由化的主张就已经被提出，但直到 18 世
纪末，这种主张才逐渐变为现实。一种思想得以践行，通常需要与之耦

2. 河东课归地丁发生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这场改革将盐税摊入土地税征收，废除了
专卖制度。淮北废引改票发生于道光十年（1830），改革者裁革专卖商人，鼓励有资财的
商民参与贩盐，并压低了食盐的运销成本。
3.“嘉庆以前，引多票少，后乃引少票多”（赵尔巽，1997：3606）。票法在 19 世纪末才开始
被逐渐裁汰，同时，以“官运”为代表的“加强管制”的改革开始出现。这与当时干预主义
思想回潮有关，具体可参见林满红（2011：254-257）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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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社会条件，清代中期食盐制度的变革也具备其特定的现实基础。

（一）从国家到制度：食盐专卖与自由化改革
研究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学者大多会注意到这种体制的无效率

性：一方面，专卖制度对灶户、盐商保持人身控制，难以适应商品经济的
发展（林永匡、王熹，1988；佐伯富，1993）；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划分盐
区，垄断盐利，也缺乏市场的合理性（李三谋，1992，2000；杨久谊，2005）。
当盐业制度无法适应结构性的社会条件变化时，制度改革也就势在必
行了（林永匡，1982；渡边惇，1991；鲁子健，1992）。然而，19 世纪的盐制
自由化改革的进退均是由清政府主导推动的。上述对盐制变革的结构
性分析虽然能对制度的长期演进进行解释，但无法说明传统国家推动
具体制度变革的动机与条件。

经济制度变革与国家的倾向紧密关联（诺思，1994；波兰尼，2013）。
诺思（1994：20-26）将国家视为制度的提供者，他认为经济制度的变动
取决于国家如何在“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两个矛盾的目的
之间进行权衡。在此视角下，国家的财政收入就成为理解经济制度演进
的关键。很多历史学者采用类似视角解释清代的盐制变革，他们认为，
清政府建立食盐专卖制度的主要动机是基于财政考虑（萧国亮，1988；
姜道章，1989；傅汉思，1993）。食盐制度的改革虽然是基于杜私、利民、
恤商等多重目标，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财政问题（张小也，2001：258；黄天
庆、夏维中，2014）。河东与淮北的改革也是如此，课归地丁与废引改票
虽然都改善了地方的盐税收入，但前者造成国家整体财政的损失，这最
终导致了河东改革的失败（刘经华，2006；孙丽萍、王勇红，2009）。

然而，用财政收入统括传统国家的改革动机，存在过度简单化的风
险。其实，传统王朝扩张财政的欲望并不强烈，在承平年代，清代各盐区
的盐税税负整体上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黄国信，2017）。食盐价格
也能证明这点：19 世纪上半叶，盐价变动基本符合商品价格的一般趋
势，直到 19 世纪末，在内外战争的压力下，盐税大幅度上涨，食盐价格
才与一般价格水平出现分叉（Liu，1990）。

此外，单纯从财政的视角解释制度变革，也夸大了传统国家影响经
济制度的能力。“财政论”内含的前提是：国家乃唯一有力的制度制定
者。然而，传统王朝的行政组织存在大量的委托—代理关系（周雪光，
2014），国家只是影响盐业制度的诸多行动者之一。不同层级的官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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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执行往往不符合中央的意图，盐政的实际运作因而也常与制度
相背离（李晓龙，2015）。在官商合作的体制下，政府并非绝对强势的一
方。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私盐的方式抵制官盐（方志远，2006），盐商也
可以采用欺瞒、走私等手段，对抗政府的行政干涉（韩燕仪，2019）。因
此，每一次盐政改革都不是国家意志对制度的恣意改动，而是各方参与
者在实践中寻找利益平衡的过程（倪玉平，2005，2006）。

上述研究着眼于盐业制度中不同行动者的互动与博弈，在扩展传
统研究边界的同时，也将视野局限在市场和行政体系内部的互动关系
上。因为着重于讲述制度的内生变化和均衡状态的分析方式在解释制
度变迁上存在困难，也难以将制度外在的结构性条件纳入讨论（秦海，
1999；Greif and Laitin，2004）。但在河东与淮北的盐制改革中，市场、行
政关系之外的地方游民恰恰是影响改革走向的重要因素。

（二）游民、盐业与社会治理
尽管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河东、淮北的改革均与民间组织走私食

盐的案件紧密相关（吴海波，2008b；倪玉平，2015；李飞，2018），但受前
述研究视角影响，很少有研究会将这些案件纳入制度分析，因为改革转
向的节点充满偶然性，似乎并不具备结构意义。然而，看似偶然的事件
恰恰是关乎历史整体的（休厄尔，2012；应星，2018），相似事件在两场改
革中的交错出现其实揭示了影响改革走向的一条关键线索。

18—19 世纪，伴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动荡，清王朝的人地关系发
生了很大变化，这深刻改变了帝国的社会形态（孔飞力，1990：38-65；步
德茂，2008；戈德斯通，2013：380-386；侯俊丹，2014）。人地关系的紧张
也波及经济制度。19 世纪，各地的闲散兵勇、无业游民增加，这些人群
集贩卖私盐，在与官府的对抗中逐渐组织化、武装化，成为流窜各地的
盐枭（吴海波，2008a）。盐枭构成的变化反映了私盐与流民日渐密切的
联系：清雍正以前，盐枭多是兵丁，雍正至道光年间，盐枭多为游民，道
光以后，盐枭多有会党背景（黄国信，1996；吴善中，1999）。清代中后期，
大量人口脱离土地参与走私食盐，专卖体制也就更加难以维系。

游民走私食盐不只影响食盐制度的正常运行，还直接威胁地方社
会的稳定（鲁子健，1986）。盐枭往往具备武装能力，他们活跃在行政区
划的边界地带，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流动性，地方政府很难管控（陈锋，
2013：258-261）。尤其是在盐枭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管控私盐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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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地方政府的负担，于是，有些地方政府干脆变通执行盐法，放弃缉
私（黄凯凯，2016）。19 世纪地方游离人口的增加间接导致了民间走私
集团的活跃，并进一步引发了更加严峻的治理问题。

正如波兰尼（2013）所指出的，经济制度嵌入在社会之中。传统王朝
对经济生活的安排与对民的安顿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刘志伟，2019：
1-32）。河东、淮北两场盐制自由化改革，恰好发生在清王朝对人口控
制逐渐松动的时期。19 世纪上半叶，大量脱离土地的游民参与食盐走
私，直接影响了食盐制度的运行。河东的课归地丁因“马君选案”中止，
淮北的废引改票则因“黄玉林案”开始，两场改革均与民间走私集团案
件有所牵涉。当社会治理问题与经济制度存在共变关系，对制度变迁的
理解便不能局限在单一的经济制度内生演进的逻辑中了。因此，19 世
纪的游民、社会治理与自由化改革之间的关系，尚需要更充分的讨论。

本文希望通过对河东、淮北两场改革的历史进程进行比较，分析
19 世纪食盐专卖制度改革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关联。如前所述，清代食
盐专卖制度改革是一个国家、经济制度与地域社会复杂互动的过程。因
为具体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已有的盐业史研究很少对异地的个案
进行比较。本文试图比较两场具有相似制度逻辑的盐制改革，从改革的
具体历程出发，分析两场改革的关键节点出现的时序，进而呈现传统王
朝中经济制度与社会治理的紧密互动。

二、河东、淮北自由化改革的制度逻辑

尽管在制度细节上存在诸多不同，但从制度内生演进的视角来看，
河东、淮北两场盐制改革内含相似的经济逻辑：均是采用自由化的方式
来控制食盐的成本和价格，解决官督商销制度的失衡问题。

（一）河东、淮北盐制改革的背景
改革前，河东、淮北盐区都实行“官督商销”的专卖体制。在这种体

制下，食盐的运销主要由商人完成：盐场生产的食盐皆由特定商人（场
商或坐商）收买，食盐经场商卖给指定的运商，再由运商销往特定的销
售地。政府主要负责对整个专卖流程进行管控。在机构设置上，中央有
户部总揽盐政，地方则有盐政衙门和州县官员监理盐务，盐产地和关津
处还有兵丁、吏员负责核查缉私。为使这套体系行之有效，地方盐官和
州县官均面临考成压力，他们需要防范私盐，还要促进官盐畅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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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税收入，否则就要受到处罚。
有专卖就有走私。私盐是指未按照制度规定销售、纳税的食盐，一

般要比官盐便宜，百姓购买私盐的现象十分普遍。私盐盛行必然导致官
盐的滞销，因而清代律法多有针对私盐买卖的处罚条例。
“官督商销”的制度设计塑造了一个“专卖—走私”的二元市场结

构。图 1 用一个公式 4表示了该体制下官盐的价格。

图 1：食盐价格关涉群体示意图

官盐价格可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对应不同的利益群体：场价是场商
卖出食盐的价格；利润是运商的所得；陋规浮费主要指吏员、盐官、州县
向盐商索取的费用；盐课 5是国家的正项收入，直接关系到户部官员、
州县、盐官等的政绩。与这些群体的诉求相对应，四类利益均有扩张的
倾向，进而导致盐价的上涨。然而，私盐价格与官盐高度相关，官盐价格
上涨，售卖私盐的利润也会增加，私盐会更加泛滥，官盐便相对滞销。此
时，运商的利润受损，无力上缴盐税。相应地，盐官、州县的考成也会受
到影响，户部的税收目标也就无法达成。

私盐市场约束了四类利益的扩张，不过，对于不同的利益群体而
言，私盐反制的效果差别很大：场商不参与零售，吏员无考成压力，都不
会直接受到私盐影响。而户部和运商直接面临盐税和利润的损失，最为
关心私盐问题。打击私盐最有效的办法是降低官盐价格，但因为私盐反
制效果的差异，不同的利益群体很难一心配合降低收益，遏制私盐。不
只如此，在私盐利润过高的情况下，上述群体还有可能直接参与走私，

4. 现实的情况当然更为复杂。比如，在某些盐区，官盐价格还包含帑利（皇室放给盐商
贷款的利息）、带销、总商摊派等特殊费用，涉及的群体也更为多元。此处的简化公式仅
为概括一般意义上的官督商销体制，阐明该体制内在的张力。
5. 盐税在清代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一向重要，常年占据赋税总额的 8%—15%。作为一种
间接征收的商税，盐税的税负可以转嫁给消费者，征收较为容易，是清政府少有的具有
较大弹性的常项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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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官盐的滞销，导致恶性循环。
因此，“专卖—走私”二元市场结构的张力集中反映在官盐的价格

上。对于政府而言，盐价不能过高，过高则私盐泛滥，盐商赔累，盐课歉
收；盐价也不可过低，过低而浮费税课不减，商人就没有利润，盐课同样
难以征收。

在清代中前期，人口增长带动食盐市场扩大，官盐畅销，上述矛盾
尚不明显。乾隆时期以后，食盐市场趋于饱和，而盐税、浮费也陆续上
涨，运商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18 世纪末，“商倒课悬”的问题开始遍布
各个盐区。在此背景下，旧体制开始出现变革（见表 1）。6

表 1：乾隆五十年 （1785）后主要的盐制改革

策略 案例 内容 特征

课归地丁 1792 年河东课归地丁 ；1828 年
四川三十一州县课归地丁。

将盐税按照定额摊入土地税征
收； 废除专卖商人和行政管制，
食盐由商民自由贸易。

放松管制

就场/井/关征税

1799 年初彭龄云南民运民销改
革；1853 年长江战乱，两淮就场
征税；1853 年川盐济楚，设关抽
税。

就场/井/关津一次征税后， 盐区
内商民自由贸易。 放松管制

废引改票
1830 年陶澍淮北改革 ；1849 年
陆建瀛淮南改革；1864 年、1865
年左宗棠两浙、福建改革。

废除专卖商人， 商民有资财者，
在买票纳税后， 均可参与贩盐，
但保留行政管制体系。

放松管制

官运 1877 年四川丁宝桢官运改革 ；
1908年吉林、黑龙江官运改革。

官府直接负责食盐的运输调配，
盐税、盐厘直接添入盐价，商人
仅负责零售。

加强管制

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自由化改革中，以河东、淮北盐制改革的影响
最大。河东、淮北盐政弊病的主因均在于官盐成本过高。河东运商面临
盐税、场价过高的问题。1725—1785 年，河东食盐的单位税负翻了一

6 . 姜道章（1989）将清代曾经推行过的食盐运销制度分为六种，分别是执照制（引法）、
工团制（纲法）、定额税制（课归地丁）、盐场课税制（就场征税）、票据制（票法）和官运制
（官运）。在六种制度中，引法、纲法以少数商人专卖为特征，皆属于官督商销体制。表 1
依此说法，同时参考了陈锋（2013）、张小也（2001：261-269）对清代盐政改革的阐述，仅
列出了四项主要的制度改革。其实，除表 1 所提及的内容之外，尚有广东的“改埠归纲”
“改纲归所”，淮南的封轮、散轮，咸丰时河东三省的官民并运，曾国藩在两淮的复引整顿
等。这些改革或持续时间较短，或制度变动上的意义不大，因此并未列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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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7而且，1755 年以后，池盐经常欠产，场价因此高居不下。淮北的运
费、浮费更重，当地运商运盐所经关卡较多，吏员卡要的情况十分严重。
食盐成本过高必然会引发专卖体系的失衡。但因为价格政策的差异，河
东、淮北出现了不同的情况。

河东的问题是“商力积疲”。乾隆十年（1745）以后，河东的盐价就被
固定下来，不准随意上涨：

乾隆八年，盐政吉庆倡议定价。十年，盐政众神保就现行
贱价定为长额，不准增减，而商人始困。迨后纷纷告退，无人承
充。（王庆云，1989：489）
在此政策下，虽然较低的官盐价格遏制了私盐流通，但食盐上升的

成本也无法转嫁给消费者，贩盐反而蚀本，于是盐商纷纷退出。淮北的
问题是“本重价悬”。淮北并未限制盐价，结果成本增加引发盐价上升，
私盐泛滥，官盐逐渐滞销，专卖盐商也陷入赔累困境。

河东与淮北的困境正反映了二元市场内含的张力：在成本上升的
背景下，河东官盐价格过低，导致商人赔累，无力缴税；淮北盐价过高，
导致私盐泛滥，盐商同样难以获利。无论是哪种情况，“官督商销”的专
卖体系都难以维系。

（二）河东、淮北的应对措施
面对弊政，河东、淮北两地起初都试图出台短期政策，提高运商利

润，保证盐税收入。18 世纪下半叶，河东官盐价格先后三次上调，但商
人依然不愿意贩盐。于是，河东开始摊派盐商名额给富户，每五年一轮
换。淮北在 18 世纪末开始出现食盐滞销的问题。为增加官盐竞争力，朝
廷规定淮北盐商每包盐可以额外多领 182 斤无税盐，用于压低运费。19
世纪初，淮北官盐滞销状况愈加严重，于是，淮南盐商开始替淮北缴纳
部分盐税。然而，上述调剂之法皆成效不大。1791 年，河东五十八家盐
商有半数已经无力承运官盐。1830 年，淮北滞销官盐占定额的半数，亏
欠盐课 600 万两。在此困境下，河东、淮北开始推行盐制改革。

7. 据《河东盐法备览》卷 8 课额（蒋兆奎，2000：152-153）和《增修河东盐法备览》卷 3 课
额（张元鼎等，2008：283-293）记载，1725—1785 年，河东食盐的单位税负从 0.4 两 /引上
涨至 0.78 两 /引，增长约一倍。林永匡（1982）计算了从顺治时期到乾隆时期河东盐引课
银的变化，税负增长三倍有余。而且，除了绝对税负变化以外，还要考虑货币比价的问
题。在食盐贸易中，零售多用铜钱，而纳税均用银两。如果将乾隆时期银钱比价的变化纳
入考量，食盐实际税负的增长还要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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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七年（1792），山西巡抚冯光熊在河东推行课归地丁改革。
所谓“课归地丁”，就是将盐税按应征数目定额，摊入土地税征收，同时
裁撤专卖商人和行政机构，食盐由商民自由贩运。改革后，盐税不再由
商人负担，食盐成本大降，商民争相贩盐：

盐不完课，成本甚轻，而贩运者获利甚厚，故趋之若鹜，愈
久愈多。（张元鼎等，2008：613）
同时，蒙古食盐开始流入，食盐供应更加充足，盐商相互竞争，于

是，河东盐区盐价立减。又因为盐税以定额归入土地税，税收也得到保障：
遵照新定章程以来，西安、同州两府属盐价，较往日每斤

约减钱二文……各粮户以买盐所减之钱，完纳所增些微之额，
课有盈余。（中华书局，2008：794-795）
道光十年（1830），两江总督陶澍在淮北推行改革。淮北改革的举措

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降低官盐成本。陶澍奏请革除官盐诸项浮费高达
260 万两，同时，他简化了淮北食盐的运输流程，废除了水陆转运带来
的额外费用：

夫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而纲商岸悬课绌，票商云趋鹜
者，何哉？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坝工、捆夫去其二，湖枭、
岸私去其二，场岸官费去其二，厮夥浮冒去其二。计利之入商
者什不能一。（刘锦藻，1937：7886）
第二项改革是废引改票，即废除专卖商人，商民有资财者不论多

寡，只要纳税并申领盐票之后，即可在相应引岸自由运销。在票盐制度
下，贩盐商人的数量大大增加，竞争更加激烈，这不仅降低了盐价，也增
加了官员寻租的难度：

长商受官管束，官吏因之侵渔，长商无可如何，故有费，而
盐日滞。票商随时认领，官吏即欲需索，票商立许告发，故无
费，而盐易销。（盛康，1989：5485）
淮北改革后，官盐的成本和价格都大为下降，私盐渐渐退出市场，

盐商贩盐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同时，因为官盐畅销，淮北历年积欠的盐
税也逐渐还清（陈锋，2013：323）。

既而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
未有。……是法成本既轻，盐质纯净，而售价又贱，私贩无利，
皆改领票盐。（赵尔巽，1977：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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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所针对的问题和采用的措施来看，河东与淮北盐制改革内
含相似的制度逻辑。官督商销体制塑造了一种二元市场结构，在此体制
下，个别群体垄断了特定利益，极易造成寻租和食盐成本的膨胀。两场
改革的关键点就在于破除了这种垄断。自由化打破了个别群体与特定
利益的对应，克服了部分委托—代理关系造成的寻租行为，于是，食盐
的供给成本（场价）、流通成本（陋规浮费、运费）和垄断利润就都有所
下降。当官盐的成本和价格下跌后，私盐的市场份额便会相对萎缩，二
元市场的张力遂得到缓解。

因为内含相似的改革逻辑，课归地丁和废引改票均获得了良好的
经济和财政成效。自由化举措不仅改善了盐商和盐业的困境，还保证了
地方盐税的征收，从经济制度变革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
两地自由化制度后续的命运却出现了很大差别。下文将梳理两场改革
的时间序列，分析制度变革发生的关键节点及其背后的社会治理逻辑。

三、贩盐集团与河东改革的失败

嘉庆十一年（1806），课归地丁被废止，河东恢复官督商销体制。对
于河东改革的失败，最通行的解释是：

课归地丁以后，盐听民运，引岸无所区分，潞盐侵灌芦淮，
而蒙盐土盐又乘潞盐之后，盐法紊乱，官私混淆，乃于嘉庆十
一年复归商运。8

课归地丁的废止通常被解释为一个财政问题：河东放弃食盐管控
后，蒙古低价盐流入两淮盐区，导致当地官盐滞销。而两淮盐税几占全
国半数，蒙盐内流影响了国家整体的盐税收入，自由化政策因此被废止
（张正明，1982）。然而，这个观点并未道尽全貌，自由化制度引发的治理
问题是河东改革废止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一）食盐流动与蒙古贩盐集团
在河东盐改前，曾任甘肃靖远 9知县的龚景瀚就指出了放开食盐

管制的隐患：
利权不可以假人，今官不配盐，则无人为之经理，游手无

赖之徒群集其中，趋利如骛，是从之使争也。如云贵之银冶铜

8.《清盐法志》卷 84，河东 11，征榷门，课额上（转引自陈锋，2013）。
9. 甘肃靖远县曾在雍正时推行过课归地丁政策，当地在雍正九年废止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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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口外之金厂，在在成群，事端滋起，既不可驱逐，又不易稽
查，积久生奸，必酿事变。（魏源，2004a：664-667）
河东放弃官督商销体制后，官府对盐利的流向也失去控制。盐为

利薮，不为官、商所取，便为民间组织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阿拉善地区
蒙、回、汉贩盐集团的兴起，就是河东盐区的自由化改革的意外后果。

阿拉善紧邻陕甘盐区，内有诸多盐池，以吉兰泰盐池最大。早在雍
正时期，就有蒙古人零星携带吉兰泰盐（以下简称“吉盐”）运售至陕
西、山西等地。此时的吉盐大多由蒙古民人自产自销，贴补生计。因为不
成规模，吉盐流入内地的数量很小，清政府为示优容，也就未严格管控
（梁丽霞，2005）。

乾隆时期，河东池盐欠产，清政府开始调拨蒙古食盐入口接济。入
口政策为吉兰泰盐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乾隆二十一年（1756）前后，阿
拉善王罗布藏多尔济将吉兰泰盐池承包给西宁回民马君选。马君选改
变了吉兰泰盐池旧有的零星采销模式，他招募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的盐
工组织生产，一时间，吉兰泰盐业迅速发展（李飞，2018）。

不过，清政府对蒙盐入口的态度一直十分谨慎。吉兰泰盐池距离内
地很远，盐产走陆运则成本高昂，若走水运，不仅运费低廉，还容易进入
内地水系，流入各盐区，成为管控之外的私盐。因此，清政府一直禁止蒙
盐水运。转折发生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阿拉善王旺沁班巴尔 10因陆
运食盐销售太少，恳请朝廷准许吉兰泰盐沿水路进入内地。此时恰逢太
原等地缺盐，于是清政府开始允许吉盐从黄河磴口水运至山西临县。此
前，吉盐只能用驼队陆运，每年运盐只 140 万斤。1786 年以后，磴口每
年发船 500 只，运盐 1 400 万余斤。

乾隆五十七年（1792）河东课归地丁后，食盐任凭民众自行贩运，不
再有官盐、私盐之分，蒙盐内流也不再受限。市场的扩大带来了新的发
展良机，吉兰泰盐业迅速扩张，每年的盐产最高能达到 3 500 万斤。11伴
随着盐业的兴旺，磴口也迅速发展为多族混居的集镇。蒙古族、回族和

10. 乾隆四十八年（1783），罗布藏多尔济去世，其子旺沁班巴尔袭爵。
11. 嘉庆初，马君选每年向阿拉善王纳税 10 000—20 000 两。当时马君选每捞采食盐一
石，需纳银 0.4 两，也就是说，吉兰泰盐池的盐产数目在 25 000—50 000 石（蒙盐 1 石为
700 斤），计 1 750 万斤至 3 500 万斤。关于阿拉善王的收入，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朱批奏折：“英和、初彭龄奏为遵旨查办先行恭覆奏事”，嘉庆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档案
号：04-01-35-048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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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多有民人在磴口以贩盐为生（方裕谨，1991），以致当地人口繁杂，
阿拉善王甚至需要专门设官管理（李毕力格，2018）。至嘉庆初年，阿拉
善的运盐骆驼多达 16 000 余只，12“藩民及塞外贫民，赖为生计者数万

人”。 13

嘉庆八年（1803），两淮盐引壅滞，盐政佶山上《筹杜邻私以卫淮纲
疏》，内称两淮盐引滞销，“并非场灶透私所致，实由晋盐侵越日久，四
处蔓延”（张元鼎等，2008：613）。这份奏折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嘉庆皇帝
当年就下令严查蒙盐经山西内流的情况，因为蒙盐内流不仅侵占淮课，
“若口盐侵占，到处营销，设不杜渐防微，必致闾阎之脂膏渐为外藩盘
剥，殊有关系”（中华书局，2008：735）。

形势虽然严峻，但出于羁縻蒙古的考虑，嘉庆皇帝并未直接禁止蒙
盐内运，只是加强了对蒙盐的管理：

内地营销口盐，原因轸念穷苦蒙古，令其藉沾余润。向年
由水程运贩，行之已久，奚忍加之厉禁，顿至窘乏。然不定以限
制，则口盐私贩日甚，增添船只，偷越原定地界，以致官引滞
销，累及内地商民，亦非一视同仁之意。此后着照伯麟所奏，以
明年二月为始，所有蒙古水运盐斤，照旧例每年用船五百只，
装载额定盐斤，均由阿拉善王旺沁班巴尔给发执照，交与地方
官并各卡巡委员，验明放行。其所收执照，俱汇送巡抚衙门，查
对数目相符，再营销毁，此外不得再逾定数。

（中华书局，2008：635）
然而，两年后的“马君选案”让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更明确的转变。

（二）“马君选案”：食盐管控的社会效果
嘉庆十年（1805），回民马君选因买木短价、违例营私等事被告。清

政府发现，马君选与木商勾结，在额定之外多购数倍木材，扎成木筏运
盐到山西，就地拆卸贩卖。其人不仅走私食盐，贩卖私茶木植，还“交结
阿拉善王贿通番民店铺数十处，商伙甚多，中外皆闻其声势”。14在此案

12.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甘肃布政使蔡廷衡奏为遵旨划定吉兰泰盐池
界地等事”，嘉庆十二年五月十二日（档案号：03-1776-034）。
13.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山西巡抚成宁奏为河东吉兰泰盐务应分别招
商各办引地及口盐岁销引数事”，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档案号 04-01-30-0469-030）。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署陕甘总督方维甸奏奉旨查问阿拉善吉兰泰盐池
贩运情形折”，嘉庆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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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陕甘边境回民与阿拉善的合作触碰了清政府的敏感神经，朝廷开
始对蒙盐的内流抱持更大的戒备之心（方裕谨，1991；李飞，2018）。就在
同一年，嘉庆皇帝在上谕中明确表达了对阿拉善蒙古的不满：

朕闻从前阿拉善亲王旺沁班巴尔在日，凡事不遵旧制，每
多任意违例。即如将伊胞妹聘给凉州鲁姓土司为妻；蒙古地方
所产之盐，越境多运他处贩鬻；多购内地木植修造船只，贩运
盐斤；定额之外多带口粮，多买茶叶；此等违例之事，皆附近该
游牧之奸民猾商代为任意渔利。……至定例内地人民，原不准
外藩私自容留，现在阿拉善勾结汉回奸民牟利营私，皆系旺沁
班巴尔在日之事。现已另降谕旨，交理藩院饬知玛哈巴拉，令
其按名献出。此等奸民，自应按律惩处，量加遣戍，使之离析，
俾绝根株。（中华书局，2008：921）
通过清查“马君选案”，清政府发现，部分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的人

竟然“勾结”贩卖私盐。阿拉善与“汉回奸民牟利营私”之事让朝廷意识
到，河东放弃食盐管控不只会导致财政损失，还会带来边民治理的难
题。政府让出的盐利恰恰成为蒙、回、汉“勾结”的经济基础，这直接影
响了清王朝的藩务。在此事件之后，清政府才开始真正推动制度变革。
嘉庆十一年（1806），阿拉善王迫于压力献出吉兰泰盐池，清政府顺势而
为，将吉兰泰盐池归于河东盐区，一并推行官督商销体制，重新恢复了
对西北食盐流动的管控。

对于课归地丁的停办，研究者多采信盐志，认为财政损失是改革废
止的主要原因。然而，考察课归地丁前后的历史事件可以发现，治理问
题也是影响制度命运的关键因素。其实，在清代的盐区体制下，各地税
负不均，盐价差异也很大，低价盐跨界的现象长期存在。 15私盐跨界流
动常会造成财政损失，但中央面对此类现象，一般只是要求地方官员加
强缉私，很少直接改变运销制度。1803 年清政府对蒙盐采取的措施也
是如此。但“马君选案”事发后，清政府意识到课归地丁与边民组织化的
关联，才决意变动河东盐制，可见治理问题对于盐制改革的重要影响。

15. 蒙盐流入的两淮盐区，历来是邻私侵灌的重灾区。清代中期，两淮、河东每斤盐的税
负分别是 2 厘和 1.6 厘，相比之下，两浙、四川的单位税负均在 1 厘以下（陈锋，2013：
119）。相应地，各地盐价也颇有差别，以两淮盐价最贵。因此，不只河东，与两淮相邻的粤
盐、芦盐、川盐、闽盐均会侵灌两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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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归地丁改革以前，因为河东盐区的定价政策，贩卖食盐的利润
微薄，民间走私的现象也相对较少。清人论及当时河东盐制的弊政，基
本不牵涉盐枭走私的问题。但这种情况在改革后发生了转变：河东放弃
食盐管控后，盐价可以随成本变化正常波动，同时，蒙古食盐也开始能
够进入内地市场。在此背景下，生产成本更加低廉的吉盐就拥有了更大
的利润空间。在贩盐利润提高，长途贩运需求增加的背景下，贩卖食盐
的民间组织也就有了存在的条件。

河东的案例说明，政府对食盐流动的控制不只关涉经济和财政，
还是一种治理手段。无论是何种食盐制度，必然会有得利者，但关键在
于谁得利。专商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将盐利的流动置于政府的
控制之下。政府之所以打击私盐，不仅是因为走私会导致财政损失，也
在于私盐会滋生各种体制之外的利益组织。河东放弃食盐管制后，盐
利彻底流向了政府控制之外的群体，并为其组织化提供了经济基础。
这是河东盐制改革废止的关键原因之一，也是自由化政策必然会面临
的问题。

四、废引改票与“化枭为良”

河东盐制改革被废止的原因，恰恰是淮北改革开始的序幕。19 世
纪初，民间的食盐走私组织日益猖獗，在此背景下，自由化改革的社会
意义发生了很大改变。

（一）游离人口与走私集团
河东盐制改革发生在乾隆末年（1792 年），淮北改革发生在道光初

年（1830 年）。前后相距近四十年，改革面对的社会背景其实已经发生
了很大变化。嘉庆十年（1805），白莲教起义被平定。战争结束后，清政府
遣散乡勇回籍，在地方上形成了大量的游离人口。这些游民大多无业，
为糊口往往就会贩卖私盐，因而常与官府、盐商产生冲突。

面对这种情况，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总督常明奏请在四川推广
“盐课归丁”，食盐自由买卖，以此化解官府和无业人口的矛盾。但这一
提议遭到中央拒绝。户部认为，有河东之例在前，四川课归地丁必会导
致私盐流窜，盐枭横行。然而，中央虽明令禁止，四川归丁反而逐渐推
广。至道光八年（1828），四川有 31 个州县实际已经推行了课归地丁制
度。之所以有此变动，主要源于州县的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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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邑盐课归商纳，因比近富邑盐井，私贩络绎，禁之往往
拒捕伤人，甚且聚众火盐店，几及乱。公不忍坐视，乃倡约绅
耆，以税归里下请于官。由此通融办理，隆邑数十年无盐匪大
案。16

当时，四川的食盐走私案多与“白莲教案”平定后散逸的游民有关。
地方官员为求稳定，干脆课归地丁，不再管控走私，官民冲突因此自解。

四川的案例反映了人口控制松动对食盐专卖制度的冲击。嘉庆时
期以后，伴随着愈加频繁的社会动荡，各地游离人口开始增加（吴海波，
2008b）。无业游手群集于盐业，形成各种走私组织，与官府的冲突也日
渐升级。而放松食盐管控有助于安抚贩私群体，保障地方稳定。在此背
景下，自由化政策反而具有了正向的治理效果。事实上，淮北盐制改革
的成功，也和其对治理问题的改善密切相关。

与河东相比，在改革前，两淮盐区并未对盐价做过限定。当地盐价
虚高，官盐竞争力差，走私食盐利润丰厚，因此，淮北一直就存在较为严
重的贩私集团问题。嘉庆时，“且徐、淮、凤、颍、滁和泗、庐一带，不逞奸
枭聚集健猾私贩，辗转数千里，多者至一、二万，少者亦三、四百。每群
东垛数十，露刃入城市，而官亦无如何，不过盐快哨兵略收规例而已”
（包世臣，1991：184）。而且，经过乾隆、嘉庆两朝人口的快速增长，到了
道光年间，两淮盐区（包含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已经成为全国人
口最密集、人地关系最紧张的地区。17巨大的人口压力导致两淮地区出
现了大量的流民、乞丐和失业人口（罗尔纲，1949；周源和，1982）。这些
人迫于生计，结伴在各地流窜贩盐，盐枭走私的情况也就愈加严重：

伏查两淮盐务敝坏已极，即如枭匪一节，情形亦复不一，
有回匪则凤、颖、光、陈（安徽北部地区）之回民也，也有侉匪则
兖、沂、曹、济（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地区）之掖刀也。其黄玉林
一起，则装盐巴杆船上之失业水手也。18

16 . 咸丰《隆昌县志》卷 36（转引自黄凯凯，2016）。
17. 据罗尔纲（1949）估计，嘉庆十七年（1812），江苏、安徽两省的人口密度分别为 980.4
人 /平方英里和 623.39 人 /平方英里，人均田地分别为 1.9 亩和 1.21 亩。作为比较，位于
河东盐区的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同时期的人口密度分别为 171.14人/平方英里、135.61 人/平
方英里和 339.08 人/平方英里，人均田地分别为 3.95 亩、3.01 亩和 3.13 亩。
18.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两江总督陶澍奏报筹办盐枭黄玉林一案事”，
道光十年九月十六日（档案号：04-01-35-050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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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盐枭”，主要是指组织化、武装化的贩盐走私集团。这些集团
多活跃在食盐运道的关隘处，公然劫掠，走私食盐。对此，州县地方多不
敢干涉。不过，盐枭集团一旦为中央所知，地方上相安无事的状况很快
就会被打破。淮北盐政改革的导火索就是一场震动朝野的盐枭案件。

（二）淮北改革与盐枭整治
道光十年（1830）闰四月，朝廷获密折，内称两淮有巨枭黄玉林盘踞

在江苏水路要道，大规模贩卖私盐。道光皇帝对此十分重视，下谕：“江
南为腹心重地，此等巨枭肆行无忌，地方官岂竟毫无闻见，若恐查拿激
变，不及早翦除，相率容隐，足不第为害鹾务日久，养痈贻患，必致酿成
他变。”19即令两江总督蒋攸铦办理此事。在秘密查访后，蒋攸铦发现，
盐枭终年在船，抓捕有很大困难。此时恰逢黄玉林畏罪自首，愿意协同
官府查拿其他盐枭，蒋攸铦遂利用黄玉林作为线人，肃清两淮贩私集团。
黄玉林果然立功，先后帮助官府缴获盐枭十二名。然而，九月，官府发现
黄玉林意图重新占据关隘贩卖私盐，于是绞决黄玉林，此案就此告结。

不过，案件结案后，风波远未平息。“黄玉林案”让朝廷意识到，贩
私武装集团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地方隐患。但是，盐枭踪迹难寻，严查
则四散，监管放松又旧态复燃。正如继任两江总督陶澍所说：

成本既重，则售价必昂，而私枭由此起矣……而无赀本无身
家之匪徒，聚而成枭，幸此辈多系乌合，见利则趋，闻拿则散。20

陶澍很清楚，盐枭问题的症结还是在盐价，正因为盐价过高，才使
得私盐有利可图，盐枭贩私才屡禁不止。其实，盐枭的主要成员未必是
匪徒：

尚有回、侉各匪与之争占马头，其实皆无食之游民，聚则
为枭，散则为良，比之盗贼则有间矣。21

即如巨枭黄玉林的党羽，大多也只是装盐巴杆船上的失业水手。在
陶澍看来，贩私者与匪徒不同，他们原本只是无业的游民，之所以集团
贩私，根源还在于不合理的盐政制度。陶澍的一系列奏折让朝廷开始认

19.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两江总督蒋攸铦奏报现在查办两淮枭匪黄玉
林情形事”，道光十年闰四月十一日（档案号：04-01-035-0507-025）。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署两江总督陶澍为呈报黄玉林指拿各犯后枭犯逃散事奏
片”，道光十年八月初八日，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14）。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两江总督陶澍奏报枭犯黄玉林已正法并老虎泾设
卡驻兵弹压私枭事”，道光十年十月初四日（档案号：04-01-35-050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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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据《清史稿》记载，废引改票后，“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赵尔巽，1977：3618），因此
得以“化枭为良”。然而，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官盐畅销后，豪势盐商入场争利，将小
商人排挤出局，联合垄断以抬高盐价。在执行三四年后，私枭复盛（陈锋，2013：323-
324）。这或许说明，在社会结构的约束下，某些制度层面上的变革很难实现改革原本预
期的目标。

识到两淮盐政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就在当年九月，清廷采纳陶澍的建
议，在淮北试行票盐改革。

陶澍的改革主张深受经世派士大夫包世臣的影响（罗威廉，2019：
134）。包世臣（1991：184）认为，政府应该允许食盐自由转卖，如此则“枭
无团集之害，商无勒运之苦，民无买私触法之罪”。在他看来，食盐运销
的自由化不仅不会滋生利益集团，还会化解盐枭问题。这个主张在淮北
的改革设想中得到进一步阐释：

今票盐之法便民，即以裕课，不但化枭为良，而且化私为
官，是官盐之课既得，又添一倍化私之课。（魏源，2004b：228）
陶澍指出，两淮盐价虚高是当地盐枭横行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官

盐价格虚高，则私盐价格水涨船高，盐枭走私便能获利丰厚；另一方面，
盐价高导致官盐滞销，许多赖此为生的小民失业，不得不贩卖私盐，从
而为盐枭集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有此财力和人力支持，盐枭才屡
禁不绝。但废引改票后，官盐价格大为降低，走私食盐无利可图，盐枭不
禁自解；同时，废除专卖制度后，小民皆可借贩盐谋生，也不再与盐枭勾
结。自由化策略使得贩私无利而官盐畅销，因而能够达到“化枭为良”的
目的。

从实践效果来看，自由化政策不仅实现了“化枭为良”，22 还吸纳
了很多游离人口。在改革之前，有官员曾担心两淮盐运道路变更会使得
沿途捆工失业，发生骚乱。然而，废引改票后，民有资财者皆可贩盐为
生，这一举措反而很好地吸纳了无业人口。当时恰逢当年海州遇灾，很
多失业的穷苦百姓借贩盐得活：

查票盐自试行以来，海属积滞之盐，贩运一空，穷苦场民，
藉资苏活。即游手闲民亦得以转移执事。是以上年海州灾务极
重，而地方尚称安帖，实得票盐之济。（魏源，2004b：47）
与河东相类似，淮北在食盐自由化运销后，也出现了低价私盐跨界

流动的情况：“河东盐向侵淮岸，至道光十一年，淮北改票，反灌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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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1977：3625）。不只河东盐区受害，紧邻淮北的淮南也受到北盐
的侵灌，但朝廷并未废止票法，只是令陶澍严控淮北的盐产量，防止私
盐过度侵越。可见，在盐区制度下，地方性改革引起的私盐流动几乎是
不可避免的。以河东和淮北的案例来看，私盐跨界流动并未直接导致制
度变革，在伴生的治理问题出现之后，改革才最终发生。

相比于乾隆时期，在道光初年，食盐运销自由化政策在社会治理上
的意义已经有很大不同。在河东，食盐运销自由化提高了贩盐利润，政
府又放松了对盐利流向的掌控，结果自由化改革导致民间贩盐集团的
出现，改革因此备受诟病。但在淮北，游民群集贩私的情况在改革前就
已经造成实际的治理困难。运销自由化不仅是为了化解盐政制度内在
的张力，还是要应对私贩集团扩张带来的治理难题。四川和淮北的案例
也证明，自由化改革确实能够化解官府与私贩集团的紧张关系，有效吸
纳无业人口。因此，道光时期，自由化改革具有更加稳定的制度生命。

五、食盐制度、游民与社会治理

河东盐制改革以“马君选案”为止，而淮北盐制改革以“黄玉林案”
为始。以往对于这两场改革的讨论，通常不会将引发制度变革的“马君
选案”“黄玉林案”纳入制度分析。然而，对比河东与淮北的改革可以发
现，这些事件本身其实是改革进程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揭示了经
济制度变革在社会治理问题上的意义。

从制度变革的内生逻辑来看，河东与淮北的改革其实非常类似，它
们均是通过自由化的手段来克服二元市场结构的内在张力。改革的核
心逻辑在于，自由化打破了特定群体与利益的绑定关系，从而降低了官
方食盐的成本和价格，缓和了专卖体制的内在矛盾。因此，河东、淮北的
盐制改革均取得了良好的财政和经济成效。

两场相似改革后续的命运出现分歧，主要原因是它们引发了差异
化的社会治理效果。在河东，课归地丁改革对食盐流动控制的放松抬升
了边地食盐贸易的利润，间接导致了蒙古贩盐集团的出现。但在淮北，
放松食盐管控恰恰成为化解民间走私集团和吸纳无业人口的手段。前
后相隔近四十年，自由化改革在社会治理上的意义出现了倒转。

河东、淮北两地的盐制改革在治理效果上的不同，与两地在食盐价
格政策、游离人口上的差异有关。游离人口越多，贩私利润越大，民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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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走私的可能性就越高。在改革之前，河东食盐价格受到限制，贩私利
润和游离人口都较少，食盐走私缺乏动机和必要的社会条件。政府放弃
管控后，贩盐业利润提高，吸引了蒙古地区的游离人口，因此引发了边
疆的集团贩私问题。淮北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在改革前，淮北的贩私利
润、游离人口水平都较高，当地贩私组织猖獗；改革后，走私利润大为降
低，民间集团丧失了走私的动机，其释放出的游离人口又被吸纳入自由
化的运销体系，与政府的对抗性大为下降，所以改革的社会治理效果基
本是正向的。

清代中期盐制改革的案例说明，经济制度本身即是一种社会安排。
清政府对食盐流动的控制，不只是一种财政设计，还兼具社会治理的功
能。19 世纪上半叶，清王朝对人口的控制逐渐松动，民间集团参与走私
的情况大量增加。这一背景凸显了自由化政策的治理意义，使自由化改
革具备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而自由化改革的实质并非是要寻求经济
绩效的改善，而是要在财政需求、食盐流通、地方治理等多重目标中寻
找一个新的均衡，这与西方近代的自由化改革存在本质的不同。

也正因为这种寻求均衡的特质，自由化制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久。
19 世纪下半叶，清政府的财政压力陡增，治理问题让位于财政问题，干
预主义回潮。政府开始加强对食盐市场的管控：同治五年（1866），李鸿章
在两淮推行循环票法，恢复官督商销体制；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在
四川推行官运商销制度，统一征收盐税。盐业自由化的趋势也就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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